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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卫生间马桶冲水行为可能产生的微生物气溶胶扩散与病原微生物传播的情况一直受到广泛关

注，相关研究或报道时有出现。本文意在总结与马桶冲水行为产生的生物气溶胶相关的研究及进展，讨

论马桶冲水行为、开关马桶盖冲水行为以及马桶表面等因素在病毒、细菌及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通过生

物气溶胶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与马桶相关的微生物气溶胶的产生可能为

人体健康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并就公众健康防护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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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面临感染性疾病的频繁爆发威胁，手

足口病(Hand-Foot-and-Mouth disease，HFMD)、禽

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SARS等多种疾病的高致病性

及高死亡率[1–5]，使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各类人群

对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各种病原微生物造成的

危害及其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产生了极大关注。

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

施薄弱或医疗条件不足，感染性疾病的流行现状

更为严峻。研究病原微生物如何完成人-人传播并

导致疾病转移是流行病学和病原微生物学等多个

领域的科研重点之一。普遍来讲，病原微生物的

人-人传播可能通过粪-口、空气、直接接触或媒介

传播等多种途径实现[6]。了解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方

式及途径对于日后全国乃至全球的感染性疾病预

防与控制、流行病学研究以及政府间合作等都具

有重大的意义[4]，并影响健康领域未来的研究走向

以及政策制定。 

在所有传播途径中，空气传播是最难以预防

和控制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传播方式之一。空气

传播被定义为气溶胶(≤5 μm)传播或扩散距离大

于 1 m，而飞沫传播指大颗粒液滴(>5 μm)扩散至

较近范围[7]。已有多项研究指出病原微生物能够经

由空气或空气中的气溶胶进行传播扩散。包含病

原体的大颗粒物质(>6 μm)主要影响人上呼吸道，

中性颗粒(2–6 μm)主要集中至呼吸道中部，而小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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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2 μm)会侵袭人肺部的肺泡区域[8]。由于自身

的特性，气溶胶颗粒非常容易随空气扩散，并侵

袭入人呼吸道中，医学中也有利用气溶胶将药物

递送至呼吸道的治疗方法[8]，而经空气传播的可吸

入病原微生物则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和经济等多个

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卫生间环境是一个极易产生

气溶胶、因此存在病原微生物交叉感染风险的场

所。多项研究提示卫生间内的马桶可能在气溶胶

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医院、交通工具、餐厅

等公共场所环境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9–12]，在

公共场所内活动的健康人群有可能仅仅通过与患

病者或携带病菌者共用同一个卫生间而感染致

病。2002 年 12 月从伦敦飞往菲律宾的一架航班

上，多名乘务人员发生急性胃肠道疾病，症状包

括急性腹泻和呕吐等。研究人员在其中几名乘务

人员的粪便样品中检测到诺如病毒(norovirus)的

基因序列。研究人员对航班上 191 名乘客进行了

问卷调查，在返回的 93 份问卷中有 5.4%的乘客

发生了血性腹泻(即极有可能为诺如病毒感染)。相

较于入口的食品、饮料和冰块，研究人员发现使

用飞机上的卫生间是导致感染的一个显著影响因

素。虽然诺如病毒通过呕吐物进行传播的报道早

已有之，但这是诺如病毒经卫生间传播的首例研

究报道[10]。此外还有很多针对感染性疾病爆发的

研究都指出，病原微生物能够通过感染者产生的

粪便或呕吐物扩散至空气中进行传播。粪便及呕

吐物多数通过马桶排出，使得马桶成为病原微生

物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 

1  马桶冲水行为与生物气溶胶 

20世纪 50年代，马桶冲水行为可能导致生物

气溶胶产生的想法被最初提出。研究人员向马桶

中添加阳性菌种后进行冲水，使用放置在离马桶

不同距离的沉降平皿捕捉受重力影响下落的气溶

胶颗粒。放置于地面的平皿上生长出菌落，且在

冲水后 8 min的空气中也捕捉到微生物，因此推

断马桶冲水后使得空气中产生了某种微沫状气

溶胶[13]。他们还发现生物气溶胶在空气中的含量

会随着马桶冲水量的增加而增大。气溶胶的扩散

方式极易受到重力的影响[14]，使用沉降平皿法可

测量已知时间内从空气沉降到已知表面区域的微

生物量[15]，随后很多科研人员利用沉降法对马桶

冲水后的气溶胶扩散方式进行研究。 

Gerba[16]将沉降平皿放置在马桶周围的地板

上，在马桶中添加细菌和病毒后冲水，并分别于

冲水后 2、4、6 h收集沉降平皿。实验发现，2 h

采集的细菌基本都在马桶附近的平皿中，而 4 h

和 6 h采集到的细菌则散落在不同位置的平皿中。

实验人员因此得出结论，更快下落的较大的微粒

在马桶附近产生，而体积较小的微沫则随着空气

流动逐渐扩散到房间各处，并于较晚时间沉降下

来。有研究指出马桶的冲水强度与细菌的大小呈

现负相关，且不同的水箱设计可能导致产生极小

的气溶胶颗粒[17]。 

为了模拟因病原微生物导致的急性腹泻通

过马桶传播的可能性，Barker 和 Jones[18]向马桶

内接种了粘质沙雷菌和 MS2噬菌体，在马桶周围

放置了沉降平皿，并在马桶前 30 cm处和马桶上

方 20 cm处采集空气样本。马桶开盖冲水后，实

验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持续捕捉到生物气溶胶的存

在。此外，他们对马桶内的水也进行了检测。随

着冲水次数的增多，马桶水内的微生物含量逐渐

降低。尽管冲水能够减少马桶水内的微生物数量，

但仍然会有大量微生物附着在马桶内水及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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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有可能通过后续的冲水行为继续传播至空

气中。 

Darlow和 Bale[19]针对直冲式马桶进行了类似

的实验。他们在马桶中添加阳性菌种，采集马桶

上方的空气样本，并在冲水后 5–7 min的空气样本

中检测到生物气溶胶。他们发现每次冲水会使马

桶水中的微生物浓度下降 99%，而空气样本中的

生物气溶胶则下降 50%–60%。 

不同的马桶类型也可能对气溶胶的产生有所

影响。直冲式马桶依靠水流的冲击力，直接将污

物排除。而虹吸式马桶的内部下方有一个 S 形的

水管(即虹吸管)，当有足够的水量使 S管内的水面

越过最高点时，就会造成虹吸现象，马桶内的水

会沿 S 管翻过比液面高的桶的口沿，流向马桶外

更低处，直到马桶内的水全部流光，冲水后马桶

内的水流会形成漩涡，这种现象可以很好地清理

马桶内污物。有研究者指出，相较于直冲式马桶，

虹吸式马桶似乎会产生较少的生物气溶胶。Bound

和 Atkinson[20]针对不同类型马桶进行了实验，发

现虹吸式马桶产生的生物气溶胶含量仅有具备同

样冲水量的直冲式马桶的 1/14。 

2  开关马桶盖冲水行为与生物气溶胶 

研究人员随后意识到马桶冲水时是否关闭马

桶盖可能会是影响其气溶胶散播的重要因素之

一。2012年，Best和 Sandoe[21]将接种了艰难梭状

芽胞杆菌(Clostridium difficile)的粪便悬液加入马

桶，分别使用开盖和关盖两种方式冲水。结果显

示开盖冲水后，在马桶上方 25 cm 内的高度内艰

难梭状芽胞杆菌都被检测到，且能够检出的时间

持续至冲水后 90 min。开盖冲水后被检测到的细

菌浓度是关盖冲水的 12倍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使用开盖冲水会使艰难梭状芽胞杆菌的污染风险

显著增高，并提议弃用无盖马桶。 

也有研究人员针对马桶可能对卫生间空气中

细菌群落特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熊家声等[22]在

使用开盖和关盖两种方式进行马桶冲水后，对采

集到的空气微生物样本进行宏基因测序，发现开

盖冲水后卫生间空气中的微生物有更高的物种丰

富度，而不管是否关盖，马桶冲水行为都会干扰

细菌的群落分布特征。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马桶开盖冲水的行为

会导致一些细小微沫悬浮至空气中，并随时间逐

渐扩散开来。生物气溶胶随马桶冲水而扩散成为

马桶中病原微生物转移的一种潜在途径。 

3  马桶表面与病原微生物传播 

除了马桶冲水行为产生的生物气溶胶，很多

研究人员也关注到马桶本身可能造成的微生物传

播。1956 年，Hutchinson[23]发现痢疾的传播与被

宋内志贺菌污染的马桶座位有关，从此引发一系

列相关研究。有研究发现微生物会在马桶冲水后，

污染马桶座圈、马桶盖以及马桶周围区域，而这

些表面污染同样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Barker 和 Bloomfield[11]向马桶内接种肠炎沙

门菌，并于冲水后采集空气及马桶表面样本。他

们发现马桶座圈和马桶盖下部存在肠炎沙门菌污

染。实验人员在 12 d后检测了马桶水中的沙门菌，

并在 50 d后检测了马桶水下部的生物膜。推论细

菌产生的生物膜可能在病原微生物传播过程中起

到一定的生物学作用。 

多项研究指出马桶内积水、马桶表面甚至马

桶管道都有可能作为媒介参与病原微生物的传

播。而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病原微生物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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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就是这些微生物在物体或液体表面的存

活能力。很多病原微生物，包括志贺菌、大肠杆

菌、艰难梭状芽胞杆菌、SARS冠状病毒以及诺如

病毒等，不仅可以在感染者的呕吐物或者粪便中

存活，也能够在物体或液体表面存活几周，有的

甚至能够存活几个月。 

4  卫生间生物气溶胶的潜在健康风险 

在所有可能通过马桶传播的病原微生物中，

健康风险较大的种类之一是病毒，腹泻以及呕吐

是病毒感染最常见的两种症状。SARS冠状病毒、

H5N1 等很多病毒均被指出能够通过空气或气溶

胶进行传播[24–27]，能够长期存在于患病者的尿液、

粪便或呕吐物中[28–29]，也能够在排出物或环境表

面存活很久[29–30]，而且感染病毒只需要浓度很低

的感染剂量[31]。因此，在感染者或病毒携带者使

用马桶腹泻或呕吐，以及环卫人员对马桶内粪便

及呕吐物进行废物处置等过程中，很有可能通过

产生气溶胶造成病毒的传播及感染。 

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另一类微生物是细

菌。由病毒引起的疾病较为严重，而细菌引起的

疾病数量则更多。全球因生物气溶胶引起的呼吸道

感染发生率高达 20%，经气溶胶传播的致病菌约占

全部已发现致病菌的 20%，在全部传播途径占据首

位。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TB)

能够通过气溶胶进行有效传播，对健康工作者或

者医院内的病人造成极大的健康损害[32]。由于感

染的症状之一就是腹泻，因此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

胶似乎是一种很有可能的 TB感染途径。嗜肺军团

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能够引起肺部严重病

变，且容易通过吸入气溶胶形式的致病菌感染[33]。

葡萄球菌被认为是能够在卫生间环境中定植的一

类细菌，Mkrtchyan等[34]对 4座不同公共建筑 18个

厕所的样本进行检测，发现了 19种不同的葡萄球

菌菌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能够

通过空气传播[35]，有研究指出在公共卫生间的地

板上发现 MRSA的毒力基因[36]。大肠菌群是一类

极易在马桶中长期存在的细菌，虽然在空气中传

播的报道较少，但人群可通过与马桶水、座圈及盖

的直接接触获得。此外，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在

卫生间环境中定植的细菌，非常容易在定植过程中

逐渐获得耐药性，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除病毒和细菌外，寄生虫也是一类能够引起

健康危害的微生物。贾第鞭毛虫以及隐孢子虫被

发现存在于粪便中，且具有较低的感染剂量。贾

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在环境中可相对稳定存在，

Balderram 等[37]曾在室外采集到的空气颗粒物样

本中检测到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但目前没有

在气溶胶中检测到卵囊存在的文献报道。 

5  问题和展望 

生物气溶胶在很多感染性疾病的传播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在被广泛认可。

从前述研究中不难看出，马桶在生物气溶胶的产

生及传播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生物气溶胶一旦

产生，将极易随着空气的流动而扩散。与病原微

生物感染者或携带者共用同一个卫生间成为病原

微生物在公众之间进行交叉传播的潜在方式。值

得注意的是，患病者的呕吐物或粪便中可能含有

非常高浓度的病原微生物，每克粪便中可能含有

105–109 CFU志贺菌，104–108 CFU沙门菌[38]，或

诺如病毒 108–109个基因组拷贝数[39]，每毫升呕吐

物中包含至少 106个基因拷贝的诺如病毒[31]。当患

病者使用完马桶后，通过马桶的冲水行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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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或者马桶表面就很有可能附着大量的病原

微生物。因此感染者通过使用马桶产生病原微生

物气溶胶这一传播途径具有一定的公共健康危

害，值得公众、健康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关注。 

不同马桶的冲水方式对微生物气溶胶的形成

也具有一定影响。相较于直冲式排水，漩涡式排

水方式产生的气溶胶更少，不过这还需要更多实

验加以验证。此外，有针对马桶冲水时开关盖的

研究指出开盖冲水时空气中的气溶胶颗粒显著增

多，但究竟哪种冲水方式更加对健康产生危害，

目前还不好定论。关盖冲水时，马桶盖内侧易沾

染到马桶水溅起的飞沫，也可能有潜在的健康风

险。当然，人们也逐渐了解到，病原微生物能否

实际对人体产生致病作用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病原微生物在物体或液体表面存活的能

力、暴露个体的免疫和健康状况、病原微生物在

现存环境中的生存活性、吸入或感染的病原微生

物数量、病原体本身的生物结构以及这些病原微

生物的毒力等等。 

对卫生间马桶的频繁清洁似乎是最有效的防

护措施，针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洗或消毒对于微生

物的杀灭被认为有一定作用[40]，但也有研究发现

定植于积水中的病原微生物并不容易被清洗下

去。Gerba等[16]观察到 MS2 噬菌体以及脊髓灰质

炎病毒在冲水 7 次后仍然存在，并且不管是否使

用表面活性剂，对马桶进行擦洗只能最低限度地

消除这些残留的生物体。当然，对马桶圈、马桶

盖等可能被严重污染的表面的清洁及消毒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能够对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及传播产生

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 

控制卫生间的温度和湿度也是降低病原微生

物生长传播的有效措施，大部分微生物对温、湿

度非常敏感。高温能杀灭某些微生物，但在日常

生活中很难达到足以杀灭微生物的环境温度。当

环境温度较低时，pH和湿度可能对微生物的减少

有影响。但卫生间的温度和湿度均是较难控制的

环境因素，对卫生间定期通风能有效调节温度或

湿度，从而减少空气中微生物的浓度。 

此外，感染者使用完马桶后关盖冲水以及用

后及时消毒也非常重要。感染者产生的含有高浓

度病原微生物的粪便或呕吐物是卫生间内一大传

播源，当在家庭成员中发现有罹患感染性疾病的

患者，分开使用马桶或卫生间，或者在患者使用

完后关盖冲水并及时对马桶进行消毒似乎是一种

合理的防护措施。公共场合无法预知公众的患病

情况，因此需要对公共卫生间及时进行清洁、通

风和控温，公众在使用公共马桶时应尽量避免皮

肤直接接触马桶表面，并在使用完毕后及时清洁

双手。 

目前，针对经空气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更多集中在室外环境或特殊场所室内环境，对于

卫生间内病原微生物传播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及深

度。未来可多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马桶冲水行

为产生气溶胶的空气动力学机制、卫生间内病原

微生物的传播情况及机制、生物气溶胶中病原体

的传播对呼吸道的影响、家用卫生间及公共场所

卫生间环境对病原微生物性状的影响、卫生间内

气溶胶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卫生间清洗与消

毒对环境微生物耐药性的影响等等。 

如何彻底消灭某些致病的微生物还需要研究

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不过这些微生

物的存在对于人体健康和免疫系统的发展来说，

也许未必是一件坏事。过度使用消毒剂和抗生素

杀灭微生物也为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带来了危害，

人体微生物丰度的降低、大量微生物产生耐药性

等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保持人类自身健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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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也许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

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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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let flushing related microorganism aerosol transmission 

Yixin Mao#, Pei Ding#, Zongke Su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ilet flushing or toilet plume-related microorganism aerosol and 

pathogenic microbe transmission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Continuing studies or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This review aimed to summarize toilet bio-aerosol related research and progress,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toilet flushing, flush with lid open or closed and toilet surface on aerosol-related pathogenic 

microbe transmission, including virus, bacteria and parasites. Furthermore, this review also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s that toilet-related microbial aerosol may have on human and made suggestions about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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